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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及“人才强国”战略深入实施的背景下,流动人口技能供给结构迅速变化,数字

经济还必然会诱致技能收入差距扩大吗? 立足中国劳动力技能供需结构与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特征,对

Acemoglu 和 Restrepo 提出的基于任务的内生技术进步框架进行延伸性探讨,以分析数字经济对流动人口技能收

入差距的作用机理,并利用 2011—2018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
数字经济发展对流动人口的高—低技能和中—低技能收入差距具有扩大作用;当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变动,特
别是体力劳动力供给下降时,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缩小高技能与中、低技能流动人口收入差距;在人口规模大的

城市,数字经济对低技能流动人口的包容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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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economy, skill supply and demand structure and income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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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adual disappearance of “ demographic dividend ” and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talent power”, the skill supply structur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s changing rapidly.
In this way, is the digital economy bound to widen the skill income gap?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abor
skills supply-demand structure and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ask based on endogenous
technology progress framework proposed by Acemoglu and Restrepo (2019), to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skill income gap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fter that, it conducts empirical tests by using the 2011-
2018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and city level data. It is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h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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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ening effect on the high-low skills and middle-low skills income gap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significantly narrow the income gap between high-skilled and medium-and low-skilled migrants,

when the structure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labor market changes, especially when the supply of manual labor force

declines. And, in large-population cities, the digital economy is more inclusive of low-skilled migrants.

Key words:digital economy; floating population; skill supply and demand structure; income gap

　 　 过去 10 年,中国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历史任务。 然而,作为规模庞大的劳动

群体,流动人口给劳动力市场带来源源不断的活

力同时,其收入差距持续分化问题始终突出,长期

影响着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共同富裕目标的

实现。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中

国城镇常住人口 9. 02 亿人,但流动人口有 3. 76 亿

人,其中约 2 / 3 为青壮年劳动力。 奋斗在异地他乡

的大学毕业生,和进城务工的农村剩余人口,共同

构成了我国城市劳动力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1 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指出,不同人

群的就业质量呈现明显的分化趋势,正规就业与

非正规就业、高人力资本者与低人力资本者的就

业质量将进一步分化[1]。 上述现象在流动人口群

体更为明显,其劳动技能收入差距更加突出。 一

方面,当前世界已经全面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企业

为降低用工成本、提升生产效率,更倾向于采用数

字化、智能化的生产模式。 特别是在劳动力密集

型的传统服务业,使用灵活用工的比例更高,对以

数字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基建投入也相对更多。
但这些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往往更利好于

具备高教育背景或数字技能的劳动者,大量农村

转移的低技能劳动者则面临被智能机器替代的风

险。 另一方面,随着就业信息成本的下降和交通

设施的日益完善,为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劳动

报酬,劳动者在行业和区域之间频繁流动,但低技

能劳动者收入面临的不确定性也与之增加。 党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 5 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要继续努力推进

“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 。
因此,在当前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下行

压力增大的复杂环境下,缩小流动人口技能收

入差距成为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重要课题

之一。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这一课题的破解带来了新

的机遇和挑战。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提速,
各种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以网络

平台为重要支撑的新型就业市场迅速扩张,成为

吸纳就业大军的“重要蓄水池”。 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
年)》表明,2018 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达到

1. 91 亿个,占全年总就业人数的 24. 6% [2]。 数字经

济在创造新增就业、优化就业结构等方面发挥着日

益重要的作用,实现了广泛的就业人口吸纳[3 - 5]。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技术在创造新的工作岗位、提
高生产率的同时,也导致制造业领域大量工作岗

位被自动化技术替代,尤其是流动人口就业岗位

流失严重。 那么,在当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人
才强国”战略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会对流动人

口技能收入差距产生何种影响? 劳动力市场技能

供需结构的变化如何影响数字经济与技能收入差

距的关系? 这是本文主要关注的问题。
有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存

在双重效应, 包括替代效应和新工作创造效

应[6 - 9]。 首先,数字经济发展将通过技能偏向型

技术进步、效率变革等机制,在劳动力市场产生机

器替代人、低技能劳动力失业的现象,形成替代效

应[10 - 11]。 还有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者

的替代也并非仅针对低技能劳动者。 从产业变迁

角度,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向取决于不同产业部门

在人工智能产出弹性和人工智能与传统生产方式

的替代弹性上的差别。 在数字经济与产业现代化

并行推进的环境下,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基建

在服务业的投入比重相对更高[12]。 随着机器学习

和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应用,传统岗位中的

法律顾问、理财顾问、人工客服等职业也在一定程

度上被计算机化[13]。 其次,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

数字技术又明显区别于一般形态的技能偏向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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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进步,对劳动力产生替代效应的同时也能创造

新的就业岗位,产生新工作创造效应,并且非对称

地提升不同要素的生产率,从而多方位地影响要

素收入分配[14 - 16]。 有研究认为创造的新工作岗

位倾向于吸纳高技能劳动者。 人工智能技术通过

替代从事重复工作的低技能劳动者,并增加对从

事非重复性工作的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使劳动

收入份额由低技能劳动者向高技能劳动者转

移[17]。 还有研究指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化

治理能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就业搜寻成本,提高

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效率,从而为大量流动人口

创造更公平的就业机会[18 - 20]。
实证研究方面,数字经济对不同技能劳动者

收入和福利水平的影响效应也尚未形成定论。 现

有文献主要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要素配置和

效率变革等微观视角,以及数字化治理模式、产业

结构变迁等宏观视角,论证了数字经济对劳动收

入份额乃至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机制,发现

数字经济对不同技能人群的收入分配效应存在较

大差异[21 - 23]。 数字经济引起的劳动力需求和收

入水平下降在低技能劳动者群体表现尤为明显。
Lankisch 等[24]研究发现,美国的智能化、机器化生

产将导致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降低 20% 左右,出
现典型的工资极化现象。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人
口红利下降使得中低技能劳动者相对收入上升,
且改善了低技能劳动者的福利水平,但数字经济

发展引致的低技能劳动力替代效应远远超过人口

红利下降的低技能劳动力短缺效应[25],较多地区

出现越来越多的机器替代低技能劳动力的现

象[26]。 杨飞等[27]等进一步指出,当高—中技能劳

动替代弹性大于高—低技能劳动替代弹性时,高
技能劳动相对供给增加会促进低技能增强型技术

进步,有利于出现促进益贫式发展的数字技术创

新[27]。 由此可见,数字经济对技能收入差距的整

体效应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技能劳动力

供求结构及其替代弹性,而劳动力供求结构和替

代弹性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或者社会经济条件的

变化而变化。

已有研究为深入理解数字经济对流动人口技

能收入差距的影响提供了丰富见解。 但相较于一

般劳动力,流动人口具有高流动性特征,这为要素

有效配置、效率变革以及产业结构变迁提供了强

力支撑。 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
人口红利却逐渐下降,流动人口中新增大学毕业

生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规模和就业质量形成

剧烈反差,劳动力供给结构和替代弹性也发生了

显著改变。 这使得在我国数字经济参与度较高的

流动人口成为技能收入差距分化特征最为突出的

群体。 因此,本文聚焦流动人口,从数字经济快速

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的宏观经济背景出

发,讨论其对技能收入差距的影响。 与既有文献

相比,本文创新之处和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拓展

和延申了基于任务的内生技术进步框架,并结合

中国劳动力技能供需结构与数字经济业态模式的

现实特征,探讨数字经济发展作用技能收入差距

的可能性趋势。 第二,本文聚焦劳动大军中灵活

性和配置效率相对较高的流动人口,结合人口红

利下降和“人才强国”战略背景下流动人口技能供

给结构变化,以及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劳动力需

求结构的变化特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与技能供

求结构变迁对流动人口收入差距的边际效应,其
对发展数字经济,缩小收入差距的指导意义更具

灵活性和长期性。
一、理论模型分析

借鉴 Acemoglu 等[6] 研究,本文构建动态均衡

增长模型,并基于中国劳动力技能供需结构与数

字经济业态模式的现实特征,提出与中国实际相

符的假设,进而推导分析数字经济对收入差距的

动态影响。
(一)静态模型中的均衡:新任务的产生与数

字经济对劳动力的替代

企业均采用单位度量的任务 y( i)和替代弹性

σ ∈ (0, + �) 生产技术进行生产,产生唯一的最

终产品 Y。

Y = B
~
(∫N

N-1
y ( i)

σ-1
σ di)

σ-1
σ

(1)

生产中使用的任务度量值始终保持在 1, N 的

741

理论·方法与案例　 数字经济、技能供需结构与收入差距



增加代表单位度量任务的质量(生产率)的提升。
所有的任务都是可以由劳动力生产的,最终是否

由劳动力生产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要素

价格。 假定存在 I∈(N - 1,N) , 当 i≥ I 时,则
必须有劳动力来完成,劳动力具有绝对优势。
当 i ≥ I 时,任务采用的常替代弹性技术生产函

数形式为:
y( i) =

B
-
(ζ) {η

1
ζ q ( i)

ζ-1
ζ + (1 - η)

1
ζ [γ( i) l( i)]

ζ-1
ζ }

ζ-1
ζ

(2)
当 i ≤ I 可以采用数字技术生产,前提是资本

生产是可行的。 此时资本和劳动为完全可替代的

生产要素。 其生产函数可以表达为:

y( i) = B
-
(ζ)

{η
1
ζ q ( i)

ζ-1
ζ + (1 - η)

1
ζ [k( i) + γ( i) l( i)]

ζ-1
ζ }

ζ-1
ζ

(3)
式(3)中, γ( i) 表示任务 i 的劳动生产率,

ζ ∈ (0,1) 是中间品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 η ∈

(0,1) 为常数。 除非 ζ = 1,否则, B
-
(ζ) = 1。假定

γ( i) 是严格递增的,意味着劳动在执行较高指数 i
的任务时具有严格的比较优势,并将保证在均衡

状态下,较低指标的任务将被自动化,而较高指标

的任务将由劳动生产。
假设 η →0 或者 ζ = 1, 以确保资本与劳动力

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要素。 那么,每个任务的价格

可以用要素价格表示为式(4) ,其中 W 表示工资

率,R 表示资本的租金率。

p( i) =
min R, W

γ( i){ }
1 -η

,　 当 i < I

( W
γ( i))

1 -η

,　 当 i ≥ I

ì

î

í

ï
ï

ï
ï

(4)

由于劳动力在指数较高的任务中具有严格的比

较优势,因此存在一个(唯一)阈值 I
~
, 使得 W/ R =

γ( I
~
), 这个阈值代表了该任务使用资本和劳动生

产的成本是相等。 当 i < I
~
, 即 R < W / γ( i) 任务

将由资本生产。 然而,如果 I
~
≥ I ,由于技术限制,

企业无法使用资本进行生产。 这意味着存在唯一

的均衡阈值任务 I∗ = min{ I
~
,I} , 所有 i < I∗ 的

任务都将由资本生产,而所有 i≥ I∗ 的任务都将由

劳动生产。

图 1 展示了当 I
~
≥ I 时,任务 i 的要素分配情

况。 i ∈ ( I, I
~
) 时,尽管任务由资本生产的成本更

低,但受到数字技术限制,只能由劳动力完成。 在

第二阶段中展示了当生产效率上升,一些低效率

的任务被取缔,同时增加了一些效率更高的生产

任务。 在静态模型中,资本存量不是特别大时,劳动

力在新任务中具有绝对优势。 因此,在数字技术没

有升级的情况下,将有更多的任务由劳动力来执行,
劳动收益份额随之上升。 但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

展,在使用资本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数字技术会被引

入到生产中,替代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劳动力。

图 1　 任务分配、新任务引入和数字化技术引入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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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当 I
~
< I时, I∗ = I

~
,任务中的要素分配

便不受技术限制,完全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则。 实

际的社会分工中存在一些旧的任务很难被数字技

术取代,或者由智能化机器完成的成本过高,则长

期持续由劳动力执行。 尽管这些任务可能对技术

的要求并不高,但对体能要求高,如厨师、家政、月
嫂、护工等,一直被需要,但无法被数字化、智能化

技术以低成本的方式替代。
如果进一步假设资本没有出现过剩,高技能

劳动力供给充足,那么存在 R > W / γ(N), 新的更

高生产率的任务才会被采用。 令 σ^ = σ(1 - η) +
ξη, 由此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出清时的资本和就业

水平为:

K = Bσ
^
-1(1 - η)Y( I∗ - N + 1)R -σ

^

L = Bσ
^
-1(1 - η)Y ∫N

I∗

1
γ( i) ( W

γ( i))
-σ^

di

ì

î

í

ïï

ïï

(5)
在这个静态平衡稳态中,总产出由式 (6 )

给定。

Y = B
1 - η

(I∗ - N + 1) σ^ K
σ^ -1
σ^ + (∫N

I∗
γ ( i) σ^ -1di)

1
σ^

L
σ
^
-1
σ^[ ] (6)

因此,即使在静态模型中,数字技术引入的替

代效应和新工作创造效应也并非固定不变的。 一

方面,在旧的任务领域以程序标准化的方式取代

低技能劳动者;另一方面,通过驱动技术进步 N →
N′, 产生新任务,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尽管大多数

国外研究认为新的任务往往由高技能劳动者执

行,但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高体能、低数

字技术门槛的任务。 完成这类新任务所需的数字

技能具有可标准化程度高的特征,通过重复练习

和短暂培训容易被掌握,那么劳动报酬要求较低

的低技能劳动者更有优势执行该任务。
综上所述,数字技术对低技能劳动产生多大

程度的替代效应取决于 R 与 W / γ(N) 的大小,即
资本与劳动力相对成本。 新工作效应裨益于哪类

技能群体,则取决新任务中数字技能的门槛,或者

说新任务的可标准化程度。

(二)动态均衡增长:数字经济、技能供给结构

变化与流动人口收入差距

接下来将模型扩展到一个动态经济中,其中

资本存量的演化由代表性持有者的储蓄决策决

定。 假设代表性家庭的动态偏好由式(7)给定,C
是消费,L 是代表性家庭的劳动供给, ρ 表示贴

现率。

∫�
0
e -ρtμ(C( t)),L( t)dt (7)

由于均衡增长是由技术驱动的,而在这个模

型中,持续的技术变化来自于新任务的创造,因
此,持续增长要求新任务带来的生产率收益是指

数级的。
γ( i) = eAi ,A > 0 (8)

技术路径 n( t) = N( t) - I( t), 那么均衡状态

下使用的技术水平 n∗( t) = N( t) - I∗( t), 新的

数字技术引入会降低 n( t), 而新任务的引入会增

加 n( t)。
假设 n∗( t) = n( t) , I∗( t) = I( t) ,则有

R( t) > W( t) / γ(N( t))。 在这种情况下,新任务能

增加总产出,并且由劳动力执行,意味着此时存在即

时数智化的平衡增长路径(Balanced Growth Path,
BGP)产出。

为了研究数智化和新任务的产生如何影响流

动人口收入差距,本文引入了异质技能。 这一扩

展的动机是观察到数字经济通过替代效应和新工

作创造效应都可能增加或缩小收入差距。 假设在

任务 i 中存在具有时变生产率 γL( i,t) 的低技能工

人和具有生产率 γH( i,t) 的高技能工人。

γL( i,t) = eξAHiΓ( t - T( i))

γH( i) = eAHi
{ (9)

式(9)中,T( i)表示任务 i 首次引入的时间,
随着引入的时间越长,递增函数 lim

x→�
Γ(x) = 1,那

么低技能工人执行 i 任务的生产率随引入时间推

移而增加。 随着新任务变得“标准化”,它们可以

由技能较低的工人更有效(低成本)地执行。 此

外,低技能劳动者也还可以通过培训获得执行新

任务的技术[28 - 29]。 参数 ξ∈(0,1), 决定了任务 i
的标准化效应是完全的还是不完全的。 当 ξ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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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低技能工人相对于高技能工人的生产率收敛

于 γH ( i) ξ-1 > 1, 随着越来越多的高级任务的引

入,该相对生产率收敛于 0。 而当 ξ = 1 时,低技能

工人的相对生产率 γH ( i) ξ-1 收敛于 1。
首先,本文假设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固定在 H

和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固定在 L,则会有 ξ < 1
时,在唯一的 BGP 中则有 lim

t→�
WH( t) / WL( t) = �。

随着低技能劳动者被替代,高技能劳动者和资本

(数智化的机器)承担所有任务。 如果 ξ = 1 ,在
唯一的 BGP 中, WH( t) / WL( t) 为常数,资本、低技

能工人和高技能工人承担的任务份额不变。
然后,考虑中国当前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变

动趋势,假定在“人才强国”战略下,具有大学学历

的比重快速上升。 即使 ξ < 1,但 WH( t) 增长乏

力,仍然会有 lim
t→�

WH( t) / WL( t) = A,A > 1。

最后,随着农村可转移人口呈指数下降,中国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具有高体力、低劳动报酬要求

的低技能劳动力供给骤减。 另外,随着数字化和

信息化平台的完善,低技能劳动者能通过各种渠

道获得技能培训信息,新的任务变得标准化,使得

ξ = 1 成立。 此时,低技能劳动力供给下降将促使

WL( t) 递增。 因此,尽管数字化技术会替代一些低

效率高成本的劳动力,但当低技能 /高体能劳动力

供给急速下滑的情况下, lim
t→�

WH( t) / WL( t) = 1,技

能劳动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三)数字经济发展、劳动力需求结构变迁与

技能劳动收入差距

在上述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的现实背景下,
假设数字技术偏向于劳动力增强型技术进步,则
会推动 N 增加,新的任务不断产生, n( t) 增加。

当新任务对数字技能要求较高,且难以标准化

的情况下,高技能劳动者具有比较优势。 此时 ξ <
1,低技能工人相对于高技能工人的生产率收敛于

γH (i) ξ-1, 在唯一的 BGP 中则有 lim
t→�

WH(t) / WL(t)

= �, 即该新任务的引入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

需求,从而扩大了高技能劳动者相对低技能劳动者

收入。 但在“人才强国”战略下,数字技术人才储备

的增加,可能会弥补数字经济对高级技能劳动者需

求增加的缺口,此时尽管 ξ < 1,但 WH(t) 增长的支

撑了上述不足。
当新任务的数字技能门槛较低时,为扩大数

字技术的应用面,技术引入主体会采取激励策略

培育市场,对劳动者开展广泛培训,使得 ξ = 1。
随着 T ( i)增加,低技能工人执行该任务将更有

效,其相对生产率 γH ( i) ξ-1 收敛于 1。 例如,平台

外卖、共享出租车和快递服务行业,吸纳了大量技

能水平较低的流动人口就业。 并且,在实际中会

存在一些任务 i ∈ ( I
~
,I), 很难被数字化替代,或

替代成本太高,却又不可或缺。 例如,家政、月嫂、
护工等,与直接生产无关,却会挤出高技能劳动者

的生产效益。 因此,长期来看,难以数字化的旧任

务和可标准化、低数字技能门槛的新任务都需要

低技能劳动者来执行,低技能劳动者任务阈值可

能扩大。 如果处在人口红利下降的背景下,农村

可转移的高体能、低技能劳动力紧缺时,低技能劳

动者的工资水平 WL( t) 会有所增加,并逐渐缩短

与高技能劳动者收入差距 WL( t) / WL( t), 使得

lim
t→�

WH( t) / WL( t) = 1。

二、数据处理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关于技能劳动收入的相关数据取自

2011—2018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受教育

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经济统计年鉴》,其他

宏观数据则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区

域经济统计年鉴》。 最终根据各项数据匹配结果,
选取了均匀分布在东、中、西和东北各区域,且数

据量较丰富的 154 个城市作为研究区域。
(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根据受教育程度、主要职业、所在行业、
单位性质和就业身份等属性,将《流动人口动态监

测数据库》中的调查对象划分位高技能、中技能、
低技能三类劳动者。 对劳动人口进行划分后,以
其上个月和上次工资收入或纯收入作为计算相对

技能收入差距的衡量依据。 具体的分类步骤如

下:首先,按照受教育程度,将大学本科及以上划

分为高技能劳动者,初中及以下学历为低技能劳

动者,其他学历为中等技能劳动者。 其次,将在化

051

中国软科学 2023 年第 8 期



学制品加工业、医药制造业、电器机械制造业、计
算机及通讯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和技术服务

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列为高技能劳动者,同时将国

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也列为高技

能劳动者。 最后,将职业为餐饮、家政、保洁、保
安、装修、快递、其他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农林牧渔

水利业生产人员,且身份为雇员和无固定雇主的

劳动者,以及无固定职业的劳动者,归类为低技能

劳动者。
2. 解释变量

(1)数字经济。 本文选取每万人电信业务量、
每万人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就业人

数、每万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户)、每万人移动电

话年末用户数、人均邮政业务量和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 )构建指标体系,进行归一化处理后,采用

熵值法计算得到数字经济指数(digi)。
(2)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变迁的相关变量。

体力劳动者占比 (manual), 即主要职业为餐饮、
家政、保洁、保安、装修、快递、农林牧渔水利业生

产人员、生产和运输人员占调查人员比例。 流动

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 (edu), 根据年份和城市统

计得到《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对象的平均受教

育程度。
(3)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变迁的相关变量。

鉴于劳动力在省内各地级市之间流动频繁,形成

相对统一共享的劳动力市场,本文利用省级层面

劳动力市场结构需求信息,包括就业人口中大学

及以上学历占比(demand_H)和初中及以下学历占

比(demand_L),以讨论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侧结构

变迁与流动人口供给结构、数字经济的交互作用。
3. 其他控制变量

本文还对反映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和发展速度

的全要素生产率 ( tfp) 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gdpgrowth )进行了测算,并取对数引入到模型

中。 其中全要素生产率( tfp)是利用各地级市的实

际 GDP、从业人员数和固定资产(永续盘存法)等
数据,采用 SFA 方法估算得到,反映了各地级市的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效率。 此外还控制了产业结

构变迁和产业规模经济变量,采用第三产业增加

值占比取对数 (lnstrucit) 和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取

对数 (lncompanyit) 进行度量。
(三)研究方法与模型设定

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流动人口跨

区域就业的规模不断加大。 当城市的流动人口技

能收入差距较大时,会通过劳动力市场流动,对周

边城市产生虹吸或辐射效应。 这意味着,本地技

能收入差距将受到临近地区技能收入差距的影

响,存在空间溢出。 鉴于此,本文以空间杜宾模型

进行分析,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lnrelative =∝+ τlnrelativeit-1 + ρ∑
n

j =1
wijlnrelativeit

+∑
K

k = 1
∑

n

j = 1
w ij lnx jtkθk + ∑

K

k = 1
βk lnxitk + μi + γt + 􀆠it

(10)
xitk = β1 lndigiit + β2manualit + β3 lneduit +

β4manual × lneduit + β5 lngdpgrowthit + β6 lntfpit +
β7 lnstrucit + β8 lncompanyit (11)

式(10)中, lnrelative 表示相对技能收入差距

取对数,分为高—低技能收入差距 (lnrelative_hl) ,
高—中技能收入差距 (lnrelative_hm) 和中—低技

能收入差距 (lnrelative_ml) 。 ρ 是空间自回归系数,
表达了相邻区域间技能收入差距的空间交互关系。
θ 代表自变量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当 θ 不为零时,说
明本地解释变量对临近城市技能收入差距具有

影响。
w ij表示城市 i 与城市 j 之间的空间权重矩阵元

素,本文引入反地理距离矩阵 W = 1 / D2
ij, 以拟合

各区域的空间关系。 其中, Dij 为城市 i 与城市 j 之
间地理距离,当地理距离越大时,地理权重越小。
设定空间权重矩阵后再进行“行标准化”处理,即
将空间矩阵中每个元素除以所在行元素之和,以
保证每行权重之和为 1。 在稳健性检验部分,考虑

到地理距离和经济联系的综合影响,本文构建了

经济地理矩阵 C = (1 / PGDP j - PGDP i + 1 ) ×

e -D ij。 其中, PGDP i 和 PGDP j 分别表示城市 i 和城

市 j 的人均 GDP。
首先使用 LM 检验、LR 检验和 Wald 检验对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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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计量模型进行选择,具体结果如表 1 所示。 空间

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的 LM 统

计量显著,而稳健的 LM 统计量不显著,则传统 LM
检验拒绝 OLS 模型,稳健 LM 检验均接受 OLS 模

型。 基于此,本文初步考虑选择空间杜宾模型

(SDM),并进一步进行 LR 检验和 Wald 检验。 结

果显示,空间杜宾模型不会退化成空间误差模型

和空间滞后模型。 因此,本文最终选择空间杜宾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表 1　 空间计量模型选择

变量 SDM / SEM SDM / SAR
LM 检验

Moran’s I LM test Robust-
LM test LM test Robust-

LM test
Statistic 5. 077∗∗∗ 6. 675∗∗∗ 0. 008 8. 367 1. 700
p-value 0. 000 0. 010 0. 930 0. 004∗∗∗ 0. 192

LR 检验

LR chi2(4) 8. 640 8. 450
Prob > chi2 0. 071∗ 0. 076∗

Wald 检验

chi2(4) 10. 150 8. 470
Prob > chi2 0. 038∗∗ 0. 076∗

注:∗p < 0. 1, ∗∗p < 0. 05, ∗∗∗ p < 0. 01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2 展示了采用普通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

型估计的结果。 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采用随

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与普通面板 OLS 相比,空
间杜宾模型估计的空间相关性系数 ρ 显著,说明

考虑空间关系的模型估计结果更可靠。
结果显示,2011—2018 年,数字经济显著扩大

了流动人口的技能收入差距。 在其他因素不变条

件下,数字经济指数增长 1% ,流动人口的高—低

技能收入差距扩大 0. 051% 。 数字经济发展对

高—低技能收入差距的弹性,相当于对高—中技

能收入差距和中—低技能收入差距两项弹性之

和。 在该阶段,数字经济发展压缩了低技能流动

人口的就业空间,缩小了低技能工人的工作范围,
使得人力资本积累差距和技能收入差距日益放

大。 从供给侧角度,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每增长

1% ,高—低技能收入差距会扩大 0. 618% ,高—中

技能收入差距会扩大 0. 612% ;流动人口中从事体

力劳动的人口占比增加 1 个单位,高—低技能收入

差距和高—中技能收入差距将分别显著扩大

1. 691% 和 1. 811% 。 可见,体力劳动力供给对

高—中技能收入差距影响最大。 当流动人口的教

育水平提升,体力劳动供给比例对流动人口收入

差距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 流动人口教育水平与

体力劳动供给比例对中—低技能收入差距影响不

显著。
表 2　 OLS 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基准回归结果

类型 OLS SDM
序号 (1) (2) (3) (4) (5) (6)

变量
lnrelative_

hl
lnrelative_

hm
lnrelative_

ml
lnrelative_

hl
lnrelative_

hm
lnrelative_

ml

lndigi 0. 053∗∗∗ 0. 028 0. 028∗∗ 0. 051∗∗∗ 0. 029 0. 022∗
(2. 71) (1. 39) (2. 51) (2. 60) (1. 44) (1. 93)

lnedu 0. 690∗∗∗ 0. 680∗∗∗ 0. 014 0. 618∗∗∗ 0. 612∗∗ 0. 024
(3. 01) (2. 82) (0. 10) (2. 71) (2. 55) (0. 18)

manual 1. 909∗∗∗ 1. 986∗∗∗ - 0. 010 1. 691∗∗ 1. 811∗∗∗ - 0. 030
(2. 88) (2. 86) ( - 0. 02) (2. 55) (2. 61) ( - 0. 08)

manual × lnedu -1. 511∗∗∗ -1. 524∗∗∗ - 0. 037 - 1. 253∗∗ - 1. 327∗∗ 0. 010
( - 2. 83) ( - 2. 72) ( - 0. 11) ( - 2. 33) ( - 2. 36) (0. 03)

lngdpgrowth 0. 937∗∗∗ 1. 827∗∗∗ -0. 845∗∗∗ 1. 036∗∗∗ 1. 738∗∗∗ - 0. 535∗∗∗
(2. 95) (5. 52) ( - 4. 48) (3. 23) (5. 11) ( - 2. 65)

lntfp 0. 043∗∗∗ 0. 039∗∗∗ 0. 005 0. 032∗∗ 0. 026 0. 010
(3. 40) (2. 84) (0. 67) (2. 06) (1. 50) (0. 98)

lnstruc 0. 209∗∗∗ 0. 138∗∗∗ 0. 071∗∗ 0. 192∗∗∗ 0. 125∗∗ 0. 064∗∗
(4. 08) (2. 71) (2. 45) (3. 74) (2. 46) (2. 19)

lncompany 0. 041∗∗∗ 0. 032∗∗∗ 0. 008 0. 038∗∗∗ 0. 031∗∗∗ 0. 006
(3. 67) (2. 98) (1. 24) (3. 39) (2. 84) (1. 00)

cons -6. 208∗∗∗ -10. 171∗∗∗ 3. 748∗∗∗ -6. 523∗∗∗ -9. 601∗∗∗ 2. 284∗∗
( - 4. 03) ( - 6. 36) (4. 11) ( - 4. 21) ( - 5. 87) (2. 36)

ρ
— — — 0. 889∗ 0. 919∗∗ 1. 583∗∗∗
— — — (1. 96) (2. 03) (4. 11)

lgt_theta
— — — 1. 159∗∗∗ 1. 802∗∗∗ 1. 785∗∗∗
— — — (4. 45) (4. 14) (4. 11)

sigma2_e
— — — 0. 069∗∗∗ 0. 080∗∗∗ 0. 026∗∗∗
— — — (23. 16) (23. 17) (23. 12)

R2 0. 146 0. 086 0. 081 0. 152 0. 092 0. 091

注:∗p < 0. 1, ∗∗ p < 0. 05, ∗∗∗ p < 0. 01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括号
内为 z 统计量。 下同。

控制变量的参数表明: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流
动人口的高—低能收入差距和高—中技能收入差

距越大,但中—低技能收入会缩小。 在经济高速

发展状态下,技能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高级技能

劳动者与中低技能劳动者之间。 城市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升对高—低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扩大作

用,这意味着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高技

能流动人口增收,但是对低技能劳动者产生就业

替代效应。 产业结构升级也会显著扩大流动人口

的技能收入差距,对高—低技能收入差距的弹性

略大于高—中技能收入差距与中—低技能收入差

距之和。 模型(5)和模型(6)中规模以上企业个数

的估计参数都显著为正,即规模经济对高级技能

与中低技能流动人口收入差距产生了扩大作用,
不利于流动人口技能收入公平。

综上所述,无论是经济维度,还是产业维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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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因素都会促使流动人口的技能收入差距扩

大,但流动人口的教育水平提升与体力劳动供给

的交互作用能显著改善技能收入公平问题。
(二)稳健性检验

为对模型稳健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广义空

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并使用经济地理

矩阵(w1)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模型中引入

了临近区域的被解释变量以考察空间相关性,因
此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向因果关系。 广义空间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将邻近区域被解释变量作为内

生变量,将临近地区和本地区解释变量作为工具

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 本质上,该模型

与空间杜宾模型类似,都考虑了临近地区的解释

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对本地区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具体估计结果见表 3。

表 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lnrelative_hl lnrelative_hm lnrelative_ml

w1_ lnrelative_hl 0. 175∗

(1. 83)
— —

w1_lnrelative_hm — 0. 387∗∗

(2. 5)
—

w1_lnrelative_ml — — 0. 463∗∗∗

(2. 95)

lndigi 0. 050∗∗

(2. 49)
0. 026
(1. 27)

0. 019∗

(1. 78)

lnedu 0. 699∗∗∗

(3. 05)
0. 685∗∗∗

(2. 84)
0. 053
(0. 38)

manual 1. 913∗∗∗

(2. 89)
1. 967∗∗∗

(2. 83)
0. 056
(0. 14)

manual × lnedu - 1. 514∗∗∗

( - 2. 84)
- 1. 512∗∗∗

( - 2. 7)
- 0. 082

( - 0. 2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F - Test 15. 871∗∗∗ 10. 896∗∗∗ 13. 014∗∗∗

R2 0. 541 0. 283 0. 514

表 3 显示,临近地区的技能收入差距与本地流

动人口技能收入差距具有正向的空间相关性。 结

合数字经济对高技能与中、低技能流动人口收入

差距的作用可知,临近地区数字经济越发达,本地

区流动人口技能收入差距越大。 其他各解释变量

参数估计值与空间杜宾模型中估计结果类似,进
一步验证了只有在流动人口的教育水平提升与体

力劳动供给的交互作用下,技能收入差距才能有

所改善。 鉴于此,后续我们将进一步从劳动力市

场技能需求角度,讨论其对数字经济技能收入分

配效应的影响机制。

(三)异质性检验

大量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发展存在显著的区

域异质性。 城市发展越现代化,数字经济水平越

高,城市人口流动越频繁,人口集聚现象也更明

显[30]。 鉴于此,本文按照人口规模将城市划分为

大型城市(人口规模 100 万人以上)和中小型城市

(100 万人以下)两类,在模型中引入城市规模与数

字经济交互项,进行异质性检验。 表 4 报告了区分

城市规模的估计结果。
表 4　 区分城市规模的检验

序号 (1) (2) (3)
变量 lnrelative_hl lnrelative_hm lnrelative_ml

size × lndigi
- 0. 120∗∗∗ - 0. 058 - 0. 069∗∗∗

( - 2. 66) ( - 1. 27) ( - 2. 73)

lndigi
0. 163∗∗∗ 0. 082∗ 0. 086∗∗∗

(3. 53) (1. 77) (3. 32)

lnedu
0. 593∗∗∗ 0. 598∗∗ 0. 007
(2. 61) (2. 49) (0. 05)

manual
1. 590∗∗ 1. 745∗∗ - 0. 094
(2. 41) (2. 51) ( - 0. 24)

manual × lnedu
- 1. 178∗∗ - 1. 278∗∗ 0. 056
( - 2. 21) ( - 2. 27) (0. 1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R2 0. 160 0. 094 0. 098
注:size 为城市规模虚拟变量,size = 1 表示大型城市,size = 0 表示中
小型城市。

从表 4 可见,城市规模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
改变了数字经济对技能收入差距作用的弹性。 在

中小型城市,高—低技能收入差距与中—低技能

收入差距的弹性分别达到 0. 163 和 0. 086。 在大

型城市里,数字经济对流动人口技能收入的作用

更弱,高—低技能收入差距的弹性为 0. 043,中—
低技能收入差距的弹性仅为 0. 017。 这意味着城

市规模越大,对低技能流动人口越具包容性。 实

际上,除了大城市能给低技能流动人口带来多元

化的就业机会、增加收入来源外,大城市的高、中
技能劳动者从事低技能劳动的机会成本更高,他
们更倾向于从事低体力、高技术的劳动,由此也会

影响数字经济发展对技能收入差距的作用。
四、数字经济、技能供求结构变动与流动人口

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一)技能供需变动对流动人口技能收入差距

的影响

目前劳动力市场呈现“高—中—低”技能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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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需求“两头高、中间低”的趋势。 由劳动力市场

供需理论可知,劳动力工资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供

求均衡,不同技能劳动力供求结构的调整会引发

技能劳动收入差距变化。 流动人口是劳动力市场

活力的主要来源,为劳动力市场提供大量从农村转

移的低技能—高体能劳动力和流动人才。 当前中国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一方面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

带来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变动,另一方面随着“人
才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劳动力市场技能供给侧结构发生较大变动。 二者交

叠情况下,必然对流动人口技能收入差距产生交互

作用。 本部分重点考察技能供需结构变动对流动人

口收入差距的影响,具体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技能供需结构变动对流动人口收入差距的影响
序号 (1) (2) (3) (4) (5) (6)

变量
lnrelative

_hl
lnrelative

_hm
lnrelative

_ml
lnrelative

_hl
lnrelative

_hm
lnrelative

_ml
demand_L ×

manual
- 0. 111∗∗ - 0. 086∗ - 0. 022 — — —
( - 2. 47) ( - 1. 85) ( - 0. 82) — — —

demand_H ×
manual

— — — -0. 016 - 0. 006 - 0. 004
— — — ( - 0. 26) ( - 0. 10) ( - 0. 11)

lndigi 0. 072∗∗∗ 0. 043∗∗ 0. 026∗∗ 0. 053∗∗ 0. 030 0. 023∗
(3. 39) (2. 02) (2. 10) (2. 49) (1. 36) (1. 82)

lnedu 0. 630∗∗∗ 0. 620∗∗∗ 0. 026 0. 622∗∗∗ 0. 614∗∗ 0. 026
(2. 77) (2. 59) (0. 19) (2. 72) (2. 54) (0. 19)

manual 2. 204∗∗∗ 2. 202∗∗∗ 0. 069 1. 743∗∗ 1. 833∗∗ - 0. 017
(3. 18) (3. 04) (0. 17) (2. 51) (2. 51) ( - 0. 04)

manual × lnedu - 1. 303∗∗ - 1. 362∗∗ 0. 001 - 1. 273∗∗ - 1. 336∗∗ 0. 005
( - 2. 44) ( - 2. 43) (0. 00) ( - 2. 35) ( - 2. 34) (0. 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 158 0. 095 0. 092 0. 152 0. 092 0. 091

当流动人口中从事体力工作的劳动者占比增加

时,会显著扩大高—中技能与高—低技能劳动者收

入差距,但当劳动力市场对低技能劳动需求增加时,
能抑制前者的正向扩大作用。 结合实际情况,说明

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从事体力劳动的流动人口比

例下降,会降低技能收入差距。 根据表5 模型(1)估
计结果有: ∂relative_hl / (relative_hl × ∂manual) =
2. 204 - 0. 111 × demand_L。 将高—低技能收入差

距极限为 1 作为目标,即高技能收入与低技能收入相

等,那么, lim
t→�

manual × (2. 04 - 0. 111 × demand_L) =

1,即 demand_L = 19. 86 - 9. 01 / manual。这意味着当

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比例达到 19. 86%前,流动人口

体力劳动供给比例下降,高—低技能收入差距则

减小,但减小幅度会逐渐收缩。 从估计结果来看,
要缩小流动人口高—低技能收入差距,需要保持

劳动力市场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与体力劳动供

给的同向变动。 而在目前高—低技能收入差距大

于 1 的情况下,增加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和降低体力

劳动力供给都可以促使高—低技能收入相对差距

向 1 调整,即缩小高—低技能收入差距。 同理,根
据表 5 模型(2)的估计结果可知,当低技能劳动需

求比例达到 25. 6% 时,体力劳动供给增加不再会

对高—中技能收入差距的产生扩大作用。 这也就

验证了,随着人口红利下降和“人才强国”战略实

施,流动人口中供给结构的变迁与数字经济发展带

来的低技能劳动需求上升,有助于缓解当前流动人

口高技能劳动者与中、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差距。
从表 5 中第(4)列 ~ 第(6)列可知,高技能劳

动者需求增加与体力劳动供给增加的交互作用并不

显著,意味着当流动人口中非体力劳动者供给增加

时,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并

不会对技能收入差距产生具有统计意义的影响。
(二)数字经济、技能需求结构与流动人口收

入差距

数字经济具有典型的“知识经济”特征,对劳

动力素质也提出了新要求,包括更高的教育水平

和数字技能水平。 当前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快速扩

张,越来越多的可标准化劳动被数字化和智能化

替代,高技能劳动者从事低技能、非可标准化任务

的机会成本持续增加。 但是在未来农村可流动的

剩余人口迅速下降、人口红利消失的背景下,低技

能劳动可能会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因此,本文

进一步估计了技能需求结构变动对数字经济影响

流动人口收入差距的作用,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数字经济、技能需求结构变迁与
　 　 流动人口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

序号 (1) (2) (3) (4) (5) (6)

变量
lnrelative_

hl
lnrelative_

hm
lnrelative_

ml
lnrelative_

hl
lnrelative_

hm
lnrelative_

ml
demand_
L × lndigi

-0. 094∗∗∗ - 0. 080∗∗ - 0. 016 — — —
( - 2. 80) ( - 2. 40) ( - 0. 83) — — —

demand_H ×
lndigi

— — — 0. 040∗∗ 0. 024 0. 014
— — — (2. 51) (1. 55) (1. 55)

lndigi 0. 431∗∗∗ 0. 351∗∗∗ 0. 086 - 0. 033 - 0. 023 - 0. 008
(3. 14) (2. 59) (1. 11) ( - 0. 85) ( - 0. 59) ( - 0. 35)

lnedu 0. 570∗∗ 0. 568∗∗ 0. 016 0. 572∗∗ 0. 580∗∗ 0. 006
(2. 50) (2. 37) (0. 11) (2. 51) (2. 41) (0. 04)

manual 1. 678∗∗ 1. 787∗∗∗ - 0. 033 1. 571∗∗ 1. 721∗∗ - 0. 080
(2. 54) (2. 59) ( - 0. 08) (2. 37) (2. 48) ( - 0. 20)

manual ×
lnedu

- 1. 234∗∗ - 1. 300∗∗ 0. 014 - 1. 147∗∗ - 1. 249∗∗ 0. 054
( - 2. 31) ( - 2. 32) (0. 04) ( - 2. 14) ( - 2. 22) (0. 1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 160 0. 097 0. 092 0. 158 0. 094 0.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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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显示,低技能劳动需求与数字经济

交互项对各类技能收入差距的作用都为负,而高

技能劳动需求与数字经济交互项对高—低技能收

入差距作用为正。 根据表 6 模型(1)检验结果可

知,数字经济对高—低技能收入差距的弹性系数

为: (∂relative_hl × digi) / (∂digi × relative_hl) =
0. 431 - 0. 094 × demand_L。 这意味着当低技能劳

动需求超过 4. 585%时,高—低技能收入差距对数

字经济指数变动的弹性将由正转负。 结合 2020 年

全国数据,初中及以下就业人员受教育占比为

60. 4% ,通过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渠道,高—低

技能收入差距对数字经济变动的弹性为 - 5. 246 6。
同理,当低技能劳动需求大于 4. 38% 时,数字经济

发展也能缩小高—中技能收入差距,但对中—低收

入差距作用不明显。 从模型(4)的估计结果可得:
∂relative_hl × digi / relative_hl × ∂digi = - 0. 033 +
0. 040 × demand_H, 意味着高技能劳动需求只要

超过 0. 825% ,就会对高—低技能收入差距产生扩

大作用。 在 2020 年全国研究生就业人员受教育占

比超过 1. 1% 、大学本科就业人员受教育占比超过

9. 8%的环境下,高—低技能收入差距对数字经济

指数变动的弹性为 0. 403,数字经济通过增加对高

技能劳动力需求,扩大高—低技能收入差距。
由此可见,数字经济会影响劳动力需求结构,

通过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有利于缩小

高—低技能收入差距,与此同时,通过对增加高技

能劳动力需求,又会扩大高—低技能收入差距。
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结构变迁与数字经济对流动

人口技能收入差距的交互作用取决于低技能劳动与

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变化与需求占比。 并且,
相较之下低技能劳动需求的中间机制作用更突出。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其一,数字经济扩大了高—低技能与中—低

技能流动人口收入差距,对高—中技能收入差距

扩大作用不显著。
其二,在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口规模大的城

市,数字经济的包容性更强,对高、中技能与低技

能流动人口技能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相对更弱。

其三,“人才强国”战略和人口红利下降的背

景下,体力劳动供给下降,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

低技能劳动力需求上升的交互作用下,能显著缩

小流动人口中—高技能与中—低技能收入差距。
其四,低技能劳动和高技能劳动需求增加从

正负两个方向,作用于数字经济对流动人口技能

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并且在 2011—2018 年期间,
低技能劳动需求变动的中间机制作用更突出。

(二)政策建议

第一,从劳动力需求角度,鼓励企业创新更多

准入门槛低的数字新业态,培育壮大以平台经济、
共享经济为基础的新型就业模式,吸纳带动更多

灵活就业。
第二,从劳动力供给角度,加快建设数字经济

人才多层次培养体系,提升数字经济时代劳动供

给的水平和质量。 政府应当加大对数字经济的研

发投入和人才培养,实现关键技术与高技能人才

的自给,同时积极构建网络信息管理平台,为中、
低技能流动人口提供普惠的数字技能培训和岗前

培训,合理引导低技能劳动力转岗就业。
第三,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改善中、低

技能流动人口在大城市的社会福利,充分发挥大

城市数字经济的包容性特征。 同时,加快完善配

套就业、社保等公共服务,加大人力资本投入,逐
步提高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水平,为人力资

本提升创造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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